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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耀州青瓷的紋飾風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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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的飲茶之風，興於唐而盛於宋，特別是宋代宮廷禁苑和地方官吏、文人學士的尚茶、崇茶，

以品茶為雅尚的觀念與作法，使飲茶之風日漸興盛，更使得茶具的製作，各種材質的飲器推陳出新，

其中就以瓷製茶碗最受到歡迎，唐代陸羽的《茶經․四之器》說道對茶碗的品評：「碗，越窯上，…

越瓷青而茶色綠…，青則益茶」。宋代耀州窯創燒於唐代，以製作唐三彩、黑釉瓷器起家，其後因

應廣大飲茶市場的需求，初仿越窯青瓷與定窯白瓷，造型以茶碗為主，根據統計，耀州窯器的造型

以碗盤居多，而碗的造型有又以適合飲茶的茶碗居多。而「青則益茶」的觀念，似乎可以代表自唐

代以來，士大夫階層對於飲茶器皿色澤的偏好，越瓷以青綠色為主流，起而效之的耀州窯，也以青

綠色調的釉色為主，加上其獨特的印花、劃花、刻花等裝飾技法，使得耀州窯的瓷器在宋代的生產

達到高峰，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產品行銷海內外，吸引了各地瓷窯的爭相仿製，成為廣大的耀州

窯系統。 

本論文擬就宋代耀州窯的茶碗與瓷盤類型的紋飾，做精細的分類、統計、分析，並探討其花紋

裝飾的種類、風格演化、紋飾形成的技法，以及紋飾的內在意義，以期能對耀州窯紋飾的組織、風

格與構成有深一層的認識，並能夠發現對於耀州窯瓷器鑑別真偽的原理原則，進一步掌握斷代與真

偽鑑識的技法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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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耀州青瓷的裝飾手法與紋飾種類 

耀州窯的裝飾紋樣，豐富多變，而且題材內容廣泛，組合形式多樣，圖案形象優美，令人賞心

悅目，並且反映了當時社會的審美趣味和理想。 

裝飾藝術方面，唐代立體裝飾中採用的捏塑手法和平面裝飾中的點繪手法，自五代以後極少發

現。青瓷除了光素無紋器物外，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從五代以後，適合於青瓷胎體裝飾的新穎活潑

的劃花紋樣開始興起。 

劃花裝飾技術的出現開創了耀州瓷裝飾藝術的新局面，豐富了耀州瓷裝飾手法和紋飾內容，並

爲宋代青瓷刻花工藝奠定了基礎。曾經有學者認為，耀州窯「可能受到越器的影響並與龍泉窯有過

技術上的交流」，今天，大量出土的青瓷標本，證實了這個預見的正確性。兩個窯址雖然相距千里，

但共同採用的劃花裝飾風格卻十分近似，這說明越窯對耀州窯曾發生過影響，並促進了耀州窯瓷器

裝飾藝術的發展。 

耀州五代時期開創的劃花手法以及唐代習用的模制、貼花裝飾手法此期繼續沿用。北宋耀州瓷

裝飾手法中，除了劃花之外，新興起的有刻花、剔花、鏤孔、印花四種。 

北宋時期(公元 960-1127 年)是耀州窯發展史中的鼎盛時期。當時的瓷器品種以青釉為主，醬釉、

黑釉褐斑等釉色的數量次之。白釉綠彩、白釉褐彩等瓷器仍然繼續燒造，但數量微乎其微，幾乎絕

迹。 

北宋期間耀州窯青瓷裝飾豐富多彩，製作精緻，形成了我國古代瓷器裝飾中的一種獨特風格。

北宋耀州瓷的裝飾，主要是採用刻、印等手段，在胎體上製作裝飾紋樣，而後再上釉，入窯焙燒。

所刻、印的紋飾處於釉下，透過青綠或碧綠色的玻璃質感較強的釉層，可清晰地看到淺浮雕的裝飾

紋樣。北宋耀州瓷窯所生產的其他品種瓷器，如黑釉褐斑等等，則是利用釉彩的色調來裝飾瓷器。 

耀州窑青瓷所採用的刻花裝飾，在北宋中期進入全盛時期，同時，青瓷上的印花裝飾在這個時

期也開始出現，到晚期印花則成為主要裝飾手法(表 1)。到了金元時代，貼花的裝飾似乎又常被應用

在耀州窯裝飾之上。 

印花是把印模上的紋飾印在坯體器面上。窯址出土的印花模子，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印花裝飾均施加於碗、盤、洗等圓器的内壁，大多非常規整，構圖佈局嚴整、對稱。由於耀州窯青

瓷的釉層比一般青瓷相對要厚一些，釉的透明程度比較弱，因而印模的刻纹也相對比較深刻、粗獷、

渾厚，在裝飾作風上，與刻花瓷器紋飾呈現完全相同的地域特色。 

表 1 

 

 

 

 

 

北宋早期 北宋中期 北宋時期晚期、南宋 

模制、貼花裝飾、劃花，新興

起刻花、剔花、鏤孔、印花 
刻花裝飾進入全盛時

期，印花開始大量出現 
印花則成為主要裝飾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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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裝飾手法 

貼花：將各種造型的帶有紋飾的泥版，以泥漿黏飾在瓷器之上，然後罩上青釉，入窯焙燒，此

種裝飾主要源於仿製金屬器，使瓷器具備了金屬器的風格。 

劃花：劃花裝飾手法是採用金屬籤或竹、木籤，在青瓷胚胎上勾劃出單線條紋飾，而後施釉焙

燒。劃花裝飾題材主要有植物紋樣與水波紋樣兩類。植物紋樣有菊花、牡丹兩種。劃花紋飾的表現

形式有兩種，一種是以植物為內容的單獨適合紋樣，另一種是以水波形狀為內容的二方連續紋樣。 

刻花：宋代耀州窯的刻花技法，不同於越窯與定窯應用竹刀竹筆在坯體未乾之時刻劃，也有別

於磁州窯刻花用平刀把整個花紋地子削平。耀州刻花是以流暢活潑又犀利的刀法，先將皮革化的坯

體表面用用刀劃開，然後再用斜刀，將劃出的花紋外緣坯土消去，形成一種坡面，即所謂的「兩刀

法」，(註 1)造成一種具備強烈陰影的立體感覺。而北宋中葉到北宋晚期的紋飾，也不同於早期寬鬆舒

展的構圖，而成為一種細密繁複的樣式。(註 2)這些獨特的刀法與繁密的構圖，突顯出宋代耀州青瓷

華麗豐厚的特色。 

用金屬刀具，在胎體上刻出紋樣的輪廓線，距離紋樣近的地方刻的較深，距離紋樣遠的地方刻

的較淺，紋樣微微突出，輪廓線凹入，這種技法，過去有人稱「偏刀」。刻花多見於碗、瓶、罐、壺、

鉢等類器物的外壁，但也有少部分碗的內壁曾使用刻花裝飾。刻花刀鋒流暢，層次分明，是北宋耀

州窯頗具代表性的獨特裝飾手法(圖 1 )。 

剔花：用刀具刻出花紋，並剔除胎體上紋飾以外的部分(僅是胎體表面的適當厚度)。剔花紋飾

層次清楚，立體感強，具有淺浮雕效果。剔花裝飾的耀州瓷，發現甚少，在 1954 年 8 月陜西邠縣曾

經出土一件青釉剔花三足爐。近年來，耀州窯遺址裡又出土一件青釉剔花壺和許多剔花紋飾的瓷片

標本(圖 2 )，它們是使人們認識剔花裝飾藝術特徵和判明燒造窯口的重要實物證據。同樣的青釉剔花

壺，在日本也有收藏品傳世。 

鏤孔：用刀具刻透瓷胎，利用單個鏤孔或多個鏤孔組成的形象，達到裝飾效果。漏孔裝飾器物，

目前發現有燈、盒等用具(圖 3 )。 

印花：用陶範對胎體翻印花紋。印花紋飾均在碗、盤、洗等器內壁，比較規整，「方圓大小，

皆中規矩」，多見於花卉植物、娃娃嬰戲等紋飾(圖 4、5）。 

刻花、印花、劃花手法的綜合運用：宋代中期以後，常常將刻花、印花、劃花等幾種裝飾手法巧妙地

結合運用，使裝飾藝術效果更趨完美。例如在刻、印的植物紋飾中，往往採用劃花手法勾勒出單線

條的葉筋，或勾劃出花瓣的層次與明暗，在刻、印的魚紋周圍，再用單線條劃出洶湧的波濤或漣漪

的水波紋。 

（二）、紋飾種類 

耀州窯是我國古代規模宏大的民間瓷窯，所以，凡日常生活需要品，該窯均有燒造，品類豐富，

裝飾花紋繁複多樣。耀州瓷的裝飾紋樣與題材取材於庶民生活，設計生動活潑，具有濃烈的生活氣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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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紋樣題材上，耀州窯紋樣的題材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各種植物紋、動物紋、龍鳳紋、人物紋、

海水魚紋和幾何紋等，部分瓷器並且出現應用文字來做為裝飾的情形。 

總體分析起來，宋代耀州青瓷的裝飾紋樣在題材上大致可以約略分為人物、動物、植物、幾何

圖形、其他與文字紋樣六類。其中植物紋樣應用最廣，動物紋樣次之，人物和幾何圖形紋樣及其他

紋樣、文字紋樣則較為少見。 

1、植物紋飾： 

植物類的紋樣是在耀州窯瓷器製作之中應用最廣泛的題材，有牡丹、菊花、蓮花、葵花、玉蘭

花、松、竹、梅、葡萄、石榴、芭蕉、以及各種水草（圖 6、7）。牡丹有多花瓣多層重疊如樓台的重

瓣牡丹，也稱為樓台牡丹，還有雙層多瓣式和單層三瓣式的牡丹，在金元時期尚且出現捲葉牡丹，

形式則有折枝、交枝、纏枝等，並有搭配以動物、嬰孩、文字的牡丹圖案。 

菊花則有團菊、纏枝菊、折枝菊花和交枝菊花，構圖完整而富有圖案性。蓮花乃水生植物，形

式有把蓮、孔雀銜蓮、嬰戲蓮、纏枝蓮等，並有搭配荷葉、蓮實、茨菰、水禽、魚類等動物形象。

松竹梅乃歲寒三友，是在中國繪畫中常見的題材，耀州窯應用於裝飾上，並搭配以嬰孩遊戲的構圖，

如嬰戲松竹、嬰戲梅竹、嬰戲梅花等紋樣。葡萄則在唐代耀州窯就已出現，在宋代的梅瓶和雙耳罐

上，則有嬰戲葡萄紋和纏枝葡萄紋等圖案，這些葡萄圖案都以果實為主要形象，枝葉為輔。石榴紋

則出現在宋代，一樣也有嬰戲石榴的題材出現。盆花的主題也出現於宋代和金代的耀州窯，構圖則

有左右對稱和環形構圖的佈局情形。按種類可分為蓮、牡丹、菊、松、竹、梅、瑞草、忍冬、水草

等等（圖 8）。 

2、動物紋樣： 

常見的動物有禽類：孔雀、鴨、鵝、鶴、鴛鴦。獸類：獅、虎、鹿、犀牛犬、猴等，以及昆蟲

類的蝴蝶、飛蛾與魚類等生物，範圍相當廣泛。 

獅、牛、虎、猴等紋樣首先出現在五代的印花陶範上，有雙獅追逐嬉戲的紋飾，獅子捲曲的尾

巴、翻轉的鬃毛、口銜瑞草等形象，生動活潑而且逗趣可愛。五代陶範並有雙虎紋、猛虎追牛、猛

虎追猴等題材。 

獅紋在宋代也有應用，在窯址出土的宋代盤範中，尚且有雙獅呈奔跑追逐之狀，周圍並裝飾以

植物樹葉。鹿在古代也被認為是一種神獸，紋樣有嬰孩馴鹿紋、鹿銜瑞草等紋飾。牛的形象有以「吳

牛喘月」典故做為題材者，刻劃臥牛仰首張望，上方有祥雲與彎月紋樣。 

孔雀另有一名稱做「越鳥」，在宋、金時期的耀州瓷裝飾紋樣中時有出現，如宋代的一個八稜

枕面就裝飾有孔雀銜牡丹的紋樣，也有青瓷碗內的孔雀紋樣呈「喜相逢」式佈局，金代的碗內也出

現有這類的紋飾。鶴也是耀州窯裝飾紋樣的題材之一，在古人的觀念裡認為鶴為一種象徵祥瑞的仙

禽，宋代耀州窯瓷尚有雙鶴展翅飛翔的紋樣，有的並搭配以雲紋，還有呈散點式佈局的群鶴博古圖，

以及仙人騎鶴的圖案。鴛鴦則是十分常見的水禽紋樣，主要裝飾在碗、盤內壁，採取鳥瞰散點透視

法，將鴛鴦、鴨、魚、蓮花荷花等水生植物，搭配各種水波紋樣的組合。鴨與鵝除了與鴛鴦共組圖

案之外，還有雙鴨水波紋等組合方式。鵝紋則出現在宋代晚期的碗、盤中，有單鵝鳧游和雙鵝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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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 

昆蟲類的蝴蝶和飛蛾等題材，出現在宋代的青瓷刻花缽等器皿上，並常搭配盆花等植物圖案，

具備所謂「蝶戀花」的意涵。宋代晚期的青瓷碗內，尚且有出現群蛾紋樣，這種將昆蟲作為主體表

現紋樣的情形，說明了宋代耀州窯紋飾廣泛取材的傾向。 

海水魚紋主要以魚、海螺、摩羯等動物，再搭配海水波紋，如雙魚銜蓮紋、水波游魚紋，或是

在鴛鴦蓮花等題材中，穿插幾隻游魚於水草之中。海水紋除了與水生動植物搭配外，在獨立使用的

情形上，會有以不同的工具做出篦狀、絮狀、連弧狀等形式（圖 9）。 

海螺的形象在宋代耀州窯的瓷器中，除了與魚共同出現之外，還出現了像嬰孩騎螺紋等搭配人

物的情形。摩羯在印度神話中被認為是河水之精，生命本源的象徵。關於摩羯的神話據傳在大約四

世紀末傳入中國，而現知中國最早的摩羯紋則出現在隋代開皇二年的李和墓的石椁蓋上。宋代的摩

羯紋則常在碗心作盤旋式佈局，或兩摩羯在水波中作「喜相逢」式的佈局（圖 10）。 

3、人物與嬰戲紋樣： 

人物紋樣大多數為體態豐滿、活潑的嬰孩。這些逗人喜愛的裸體嬰孩，或戲嬉在蓮花、牡丹之

中，或攀爬在纏枝卷葉的花叢中。人物紋以嬰戲紋最為豐富，有搭配花叢枝葉的、有攀石榴樹的、

有戲牡丹的、戲梅竹的、戲蓮花的、戲犬的等等，主要以植物作為人物活動的配件，與動物的互動

次之，兩者都突顯了嬰孩的生動可愛。 

除此之外，佛經上所謂「天龍八部」之一的飛天，則是另一類人物題材。飛天多出現在歷代的

石窟或寺廟的壁畫中，其形象大多手持花缽、衣裙飾帶飄揚、姿態優雅等特色。其他如仕女、官員

等形象，也零星地見於耀州窯的作品裡。 

4、幾何形紋樣： 

常見的幾何形紋樣有回紋、扇紋、八卦紋、三角紋、連弧紋等。幾何紋則包括有八卦紋、錢紋、

回紋、雲紋、柳斗紋等。八卦是《周易》中的八種基本圖形，主要象徵天、地、雷、風、水、山、

澤等自然現象，古代常用八卦圖作為吉祥圖案。錢紋來源於古代貨幣中方孔圓形的形象，除了用於

裝飾，還會裝飾在器物的主體部分，例如刻花缽的外壁腹部、錢紋玉壺春、錢紋壺等純粹以錢紋作

為裝飾的器物。回紋圖案則是由青銅器上的雷紋衍化而來，耀州窯的回紋圖案主要出現在宋、金時

期爐的頸部和肩部，有個體獨立的回紋，也有連續不斷的回紋。雲紋取材於自然現象，耀州窯紋樣

中有捲雲紋和如意雲紋等形式，多作為主體紋飾的填充和邊飾。柳斗紋取材自一種柳編織物形象，

它最早出現於耀州窯唐、五代的杯上，圖案由點排列而成，宋代柳條杯則用長度不同的同心圓弧線

組成。 

5、其他紋樣： 

除變化多姿的水波紋外，反應封建統治階級思想意識的龍、鳳圖案和宗教裝飾藝術的飛天、仙

人騎鶴、彌勒佛、男女仕人等等也在耀州瓷中有所發現。《宋史‧地理志》載：「耀州貢瓷器」，上述

產品可能只作為「貢瓷」，所以，生產數量寥寥無幾。有著龍、鳳裝飾紋樣的耀州瓷，在北京廣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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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有大批出土，這應是皇室曾經使用的耀州窯貢品之實物。耀州窯的龍紋裝飾，在宋代中期達到

顛峰，而帶有龍紋的耀州青瓷也成為朝廷的貢品。(註 3) 

宋代龍紋出現了與前期不同的新穎的設計，計有二龍戲珠、海水龍戲寶珠、水波卷雲龍鳳等紋

樣。目前的資料顯示，越窯瓷器上最早出現雙龍搶珠、雙龍爭珠的紋飾，而在北方的定窯、磁州窯、

龍泉窯也都有出現，但是均不及耀州窯的獨特設計，將寶珠置放於碗器底內正中的顯眼之處，充分

利用了碗形的特點，構圖巧妙，堪稱宋代耀州窯紋飾上乘之作品。 

從歷史演變的規律來看，宋代各窯口只有陝西耀州窯與河北定窯有突出的印花技術，兩者大約

始於北宋中期，定窯的印花龍紋只見於盤，而耀州窯的印花龍紋不僅見於盤，還見於碗與盞，耀州

窯的印花龍紋碗在造型與紋飾上都是其他窯址所未見。(註 4) 

宋代耀州窯上的龍紋，多見於專供盛水、酒、湯等液體的碗盤，故其內飾水波、海水紋最為適

宜，戲珠與搶珠龍紋多以波動變化的海水紋飾作為背景。龍紋」碗的紋飾，宋代耀州窯的陶匠們注

意到了利用斜面的碗壁，做出具備縱深層次與空間感的海水變化，以重疊的圓弧狀波紋海水，將人

們的視覺感引向碗心內中心的龍紋裝飾（圖 11）。 

龍鳳紋都是出自人們想像的動物，自唐代以來，因其具備吉祥的意涵而有愈來愈多的證據顯

示，它們被廣泛地在瓷器製作上當作紋飾的主題。在宋代的耀州窯龍紋形象包括有雙角上翹，雙目

圓睜、獠牙外露、前額帶火珠等情形，周圍則常以水波或雲紋作為裝飾。鳳紋則比龍紋運用更廣泛，

在碗、缽、枕上都常有鳳紋與牡丹紋組合而成的「鳳穿牡丹」的圖案，而鳳鳥的造型大多為頭部有

冠，嘴巴粗短，眼睛細長，卷草形的弧形長尾，口中銜著牡丹花枝，刻劃精細動人，或引頸回首，

或振翼而舞（圖 12）。 

將龍紋和鳳紋組合在一起的水波卷雲龍鳳紋，被裝飾在同一器皿之上，也是耀州窯的創新設

計。另外，正面出現的海龍王形象的龍紋，雙角、獠牙外露，額上刻有「王」字，此種紋飾也是屬

於宋代耀州窯的獨創。(註 5) 

6、文字紋樣： 

耀州窯的瓷器銘文，依其性質可以區分為七類，姓名（包括花押）、數字、吉祥語、詩詞、紀

年、記事，而因殘缺過甚導致文意不明者、方位名詞、象棋文字、道教神名以及山名等歸入其他類，

總共 76 種。而在宋代出現者有：姓名款、數字、吉祥語、詩詞、紀年與其他幾類。(註 6) 

一般而言，宋代耀州窯的文字紋飾出現於碗盤內壁與瓶的外壁，多為紀年、姓名、吉祥語、與

詩詞類。 

在宋代耀州窯的一部分小碗內壁印有「大觀」、「政和」等紀年銘文和「富貴」等吉祥文字。（圖

13）文字包含有年號、吉祥語、商標和圖案名稱等。如「政和」、「大觀」、「熙寧」等年號，「長命」、

「富貴」等吉祥語，「趙家」、「周」、「王」等商標，以及「三把蓮」等圖案名稱。不同於磁州窯的是，

耀州窯紋樣中的文字有作為圖案整體規劃的一部分，構圖規整，圖案性很強。(註 7)這些文字既說明

該器物的燒造時間、訂購或使用的單位或家族，同時也因為安插在紋飾之中表現，因此也具備了裝

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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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耀州瓷的嬰戲紋樣 

（一）、耀州窯青瓷嬰戲題材紋飾的歷史背景 

兒童題材紋樣，在我國古代又被稱為「嬰兒」、「孩兒」、「嬰戲圖」等，一般也稱為「娃娃紋飾」。

它主要是以兒童嬉戲等活動為表現題材，根據考古出土與傳世的實物顯示，嬰戲或嬰童的紋樣或是

塑像，在中國美術發展的歷史上，屢見不鮮，在玉器、金銀器、陶瓷器、石雕、壁畫、繪畫等等之

上，都曾經留下了大量運用寫實或是象徵手法刻繪出來的嬰戲紋飾或是造型，真實地反應中國文化

對於兒童天真形象的憧憬及社會風俗對於嬰童形象的喜愛，已經具有悠久的歷史。根據日本學者長

谷部樂爾的研究，目前所知到最早的一件嬰兒造型是出土於甘肅仰韶文化，一件高達 23 公分的嬰兒

陶塑像。(註 8)在唐代開始，長沙窯釉下褐彩嬰戲紋壺，已經邁開了嬰戲紋樣的應用，而且在許多唐

代金銀器上面的裝飾花紋之中，嬰戲紋飾早也已經被普遍應用。在五代北宋初年的越窯青瓷盒面之

上，也出現了嬰戲紋飾，一般說來，宋、金、元的嬰戲紋飾都以「嬰戲花卉紋」較為多見。(註 9) 

根據目前的資料顯示，在唐代至宋金的耀州窯瓷器上留下了大量運用寫實手法刻繪出的嬰戲紋

飾，為我們了解當時的嬰童藝術水平提供了寶貴的實物資料。尤其是在宋代的許多陶瓷器的紋飾設

計，似乎特別偏愛以嬰戲紋做為題材。 

根據傳世的資料顯示，宋代的磁州窯、越窯、龍泉窯、景德鎮的青白瓷、定窯等，都出現了為

數不少以嬰童為題材的紋樣，例如宋代磁州窯繼承了長沙窯褐彩嬰戲紋飾的風格，發展出多樣的嬰

戲紋飾，像是趕鴨、戲蓮、騎竹馬、玩鳥、釣魚等等題材，進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孩兒枕、玩偶、

娃娃行裝飾等等。這些都反映了宋人相當講究子嗣的傳承與生養，祈子求福的意念也很強烈，因此

反映在瓷器紋飾的設計與製作之上。(註 10)宋代耀州窯在當時之風氣之下，影響頗為深刻，尤其是耀

州窯的碗盤製作之上，嬰戲紋樣似乎相當多見，因此本節擬專就耀州窯嬰戲紋飾的種類、比較、造

型、手法、寓意及對後世的影響等等層面做進一步的探索（圖 14）。 

在我國陶瓷史上，以嬰戲作為圖案裝飾的手法，在唐末五代時期就已經開始流行。當時的主要

窯場如越窯、耀州窯、龍泉窯都發現了這類的紋飾製作。(註 11)甚至有學者發現在六朝時代就已經開

始應用以嬰兒為主題的創作，但是數量較少，在瓷器與金銀器製作之上，都曾經發現少數此種紋飾，

而在唐代的繪畫題材之中，嬰童童是附屬於人物或是仕女畫之中，扮演子女的角色，單獨以嬰同為

主題的裝飾一直要到北宋末才大為風行。(註 12)在唐代金銀器上的的嬰戲蓮紋飾，可能在原始的宗教

意義之中，描繪著「韋紐神」創造萬物的過程，因而衍生出一種祈福、祈子的世間意義， 

從黃堡窯址近年來的考古發現可以看出，兒童題材紋樣在耀州瓷人物類裝飾圖案中最為突出，

也真實地反映了當時對於兒童題材的偏愛。 

追溯製造瓷器的歷史，早在唐代耀州窯場就已經開始用兒童圖案來裝飾瓷器。窯址中曾經發掘

出土的一件唐代素胎黑花瓷盤上，就描繪意趣盎然的兒童遊戲形象，目前它也是唐代耀州窯場唯一

一件以人物為裝飾圖案的作品，可能是繪瓷的匠師信筆拈來之作。在其口沿內外繪有五曲花瓣形裝

飾，在盤的內底繪出一個上身赤裸的跳繩兒童，造型十分活潑，周圍還點綴有六朵小花。其繪製手

法是採用毛筆沾黑色釉料隨意自如地揮灑而成，線條簡單流暢，人物的比例準確。 

根據黃堡窯址五代出土物中，共有兩件採用了嬰戲紋飾。其中一件為剔刻花攀枝娃娃牡丹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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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盂。器型作小直領，鼓腹，外撇圈足，內無釉，外施有淡青釉。口徑 3.6、腹徑 7.6、足徑 4、足高

0.4、通高 5.7 厘米。在其腹上雕刻有折枝牡丹及攀枝娃娃圖案。畫面中一個裸體童子雙手攀附在盛

開的牡丹花枝葉上，並作奔跳狀。另一件為青瓷器蓋，已殘。直徑 4.5、子口徑 2.3、高 2.1 厘米。其

蓋沿上模印有蓮花童子圖案。在一片半掩的荷葉內安然睡臥一裸體童子，畫面既寫實，又頗帶有幾

分浪漫主義的神秘色彩。它們反映出，傳統吉祥觀念和佛教的「托物化生」觀念在該窯的工藝裝飾

中都已有了體現，並發展出了剔劃花青瓷「嬰戲牡丹」紋和印花「蓮葉臥童」紋飾。此種紋飾在該

窯五代青瓷中發現不多，但非常重要，它們的出現為宋代耀州窯嬰戲和化生紋飾的盛行打下了工藝

和紋樣題材的基礎。(註 13) 

到宋代我國兒童題材的繪畫發展成單獨的門科，專題的兒童題材繪畫興盛起來。在此背景下，

宋代耀州瓷上的兒童紋樣日益增多。兒童題材紋飾成為宋代青釉耀州瓷人物紋樣中最常見的紋樣，

其藝術表現也較為突出。在北宋早中期的刻花青瓷上採用的較少，在宋晚期的印花青中經常發現。

此時該窯的兒童紋樣比其他各窯要多，裝飾手法和圖案亦最為豐富。其裝飾手法包括了刻花、印花、

捏塑等多種手法。採用的兒童紋樣十分豐富，包括了「單嬰戲牡丹」、「單嬰戲梅」、「雙嬰戲梅」、「梅

竹雙嬰」、「三嬰蕩枝」、「四嬰戲把蓮」、「五嬰戲犬」、「群嬰戲纏枝葡萄」等。 

在「單嬰戲牡丹」和「單嬰戲梅」上，在牡丹或梅花枝葉的中心，重點突出了一個嬉戲玩耍的

大頭圓臉胖娃娃形象。又有「雙嬰戲牡丹」、「雙嬰戲梅」、「雙嬰戲枝果」等，在纏枝或對枝的牡丹、

梅、蓮、枝果等之中，雙嬰或呈「喜相逢」形式相向對應嬉戲，或取兩頭頂對的順時針旋轉形式而

嬉戲，還有的雙足反向頂立順時針旋轉形式嬉戲，在「三嬰蕩枝」中三嬰孩和三折枝牡丹以六出筋

為界間隔排列，還有以層層水波作裝飾背景的「四嬰戲把蓮」，以童嬰與山石蘆葦枝葉相穿插的「五

嬰戲雙犬」，在葡萄藤蔓中嬉戲玩耍的「群嬰戲纏枝葡萄」等。宋代耀州瓷採用的嬰兒形象都作肥胖

嬌憨、大頭圓臉，或裸體纏有飄帶，或帶肚兜裸身體，多帶有項圈、手鐲和腳釧。在嬰戲畫面中，

根據述葉和藤蔓纏枝的區別採取不同的嬉戲姿勢，從而刻畫出生動可愛、造型多樣的兒童遊戲場面。 

宋代耀州瓷在宗教類的人物紋飾中也存在大量兒童形象創造出來的「化生」人物。主要有「牡

丹化生童子」、「蓮花化生童子」，還有「魚化生」、「海螺化生」等一批富有神秘和浪漫色彩的作品。

(註 14) 

這些宋代作品多抓住兒童嬉戲等瞬間動作，在構圖上寓動靜一體，使兒童的形象活潑，天真傳

神，呼之欲出。即使是含有宗教意味的禮佛童子或化生童子形象，造型亦生動可愛，或持蓮花、飄

帶，或跪拜、盤坐於花朵和蓮台之中，完全是世俗兒童的可愛寫照。這些豐富多彩的紋樣圖案，亦

是宋代耀州窯青瓷譽滿天下的重要條件。 

金元時期耀州瓷的兒童題材作品，在已發表的考古資料中較為少見。只見之於陜西省考古研究

所 1959 年發掘的考古報告。在此次發掘的金元堆積層中曾出土了三件內壁印花雙嬰攀枝紋碗。(註 15)

其紋樣為兩個童子攀懸嬉戲於四朵纏枝梅花之間。此種金代的「嬰戲梅」圖案，與北宋晚期的同類

圖案很相似，反映出北宋和金耀州青瓷的承襲關係。在出土物中還發現有攀枝戲嬰鹿紋和雙嬰攀枝

紋的姜黃色青釉瓷片，但圖案均不足半，紋樣全貌不詳。此一時期的嬰戲紋，還曾在銅川耀州窯博

物館的陳列室內見到過一件「三嬰戲蓮」碗，飾有姜黃色釉，釉下裝飾圖案為三個裸體童嬰在纏枝

蓮花和茨菰葉之間嬉戲。從這些金元出土器物可看出，金元時期耀州窯裝飾兒童題材紋樣的青瓷產

量已遠遠少於宋代，其裝飾工藝亦無法和該窯宋代的水平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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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耀州瓷兒童紋樣的分類與藝術特點 

常見的「嬰戲花卉紋」以表現在印花耀州窯之上為多，大致可以分成四種： 

1、印花把蓮嬰戲圖碗：碗內以蓮花、連、實荷葉、茨菇四、五枝為一把，以交錯對稱方式佈

局，四個嬰孩在嬉戲，上面二嬰做騎竹馬狀，翻筋斗姿勢，下二嬰做盪鞦韆姿態。此類形

式耀州窯特殊的構圖方式，其他窯址皆為見到。目前共見到四件，構圖方式皆同，偶爾其

上蓮實、茨菇位置會稍有變動，此構圖出現於北宋晚期。 

2、印花梅竹嬰戲圖碗：此型出現於北宋晚期，碗內飾嬰兒，或戲於梅竹叢中，或盪鞦韆於竹

枝上。 

3、印花纏枝花卉嬰戲紋碗：有兩種形式，第一，碗內壁碗心飾滿花葉紋，三兒童遊戲期間，

一般印紋複雜不甚清晰。第二，牡丹花隔著碗心上下相對嬰兒左右各一嬉戲於花間，或是

平行而走，或是雙足相對於碗心，類似的構圖也可以見於青白瓷，但是花紋較耀州粗放，

不若耀州細膩寫真，細膩分明。 

4、印花雙嬰攀枝紋碗：此型的花朵為五個單瓣所組成，類似長春花形，業面細長對生，向外

翻捲，可分為兩種形式。一種是雙嬰兩足向碗心，花之主枝沿著碗心經過雙嬰之手為成一

圈向外生長，。另一種是兩應童俯攀花枝，互相平行於碗心，兩花主枝不相連，沿其所屬

半面碗壁橫過嬰兒身後身展開來。(註 16 ) 

至於金代的耀州嬰戲紋碗，紋飾比起宋代要簡單，兩嬰同雙足向碗心，雙手都伸開撐住花脈，

花朵在嬰兒兩側均衡地捲生綻放，雙嬰好像是站在美麗的花門之間，又好像挑了一只花朵的扁擔。(註

17 ) 

「嬰戲」和「化生」童子裝飾圖案，在後世的建築圖案中也被統稱為「化生」。據宋《營造法

式》卷三「石作制度」稱：「或於華文之內，間以龍鳳獅獸及化生之類，隨其所宜，分布用之」，梁

思成認為：「裝飾圖案中的小兒稱化生，『化生之類』指人物圖案」。(註 18)在古陶瓷學界，則多稱之

「嬰戲」，取其以遊戲為主的特徵。 

古代的耀州窯匠師們在裝飾取材上，亦多抓住了遊戲這一兒童最經常和廣泛的活動，使裝飾畫

面多富有生活情趣。在兒童紋樣取材上以童趣十足的遊戲活動來刻畫兒童的性格特點，這也正是兒

童題材紋樣應掌握的藝術表現力的關鍵所在。 

在畫面構圖上，耀州窯兒童題材紋樣採用了我國傳統的平面剪影式構圖方法，以二度平面的空

間來表現立體對象，畫面飽滿，人物形象不加重疊。所刻、印花兒童題材紋樣均以流暢、犀利的外

輪廓線條加以造型表現，而略去人物的面部和其他細部特徵。這種造型方法一方面是受到刻、印花

裝飾手法的限制，一方面應是受到我國商周青銅器紋樣、片狀玉雕、漢畫像人物及剪紙等傳統工藝

的影響，一方面節省了工序，一方面又達到了簡練傳神的藝術效果。 

在人物造型上，耀州瓷兒童紋樣均作大頭，身體肥滿而厚實，呈裸體或半裸體，比較符合兒童

的身體特徵。這種運用寫實筆法描繪兒童形象的造型手法在唐代以前是未曾出現的。雖然以兒童為

題材的美術作品在我國自戰國已出現萌芽，但多借其在歷史故事中反映封建倫理道德或反映社會生

活的一角，兒童並未在作品中被著重表現，兒童的構圖與人體比例多不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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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為一種繪畫題材有其獨特的人體比例和風格。《宣和畫譜》在記述唐代畫家張萱事迹時

就曾指出：「(張萱)於貴公子與閨房之秀最工……又能寫嬰兒，此尤為難。蓋嬰兒形貌態度自是一家，

要於大小歲數間，定其面貌髻稚。世之畫者，不能失之於身小而貌壯，則失之於似婦人，又貴賤氣

調與骨法，尤須分別」，這種未能準確掌握兒童生理特徵，而導致作品中「體小貌壯」的不足之處，

也是唐以前兒童圖案的重要缺陷。反觀上述的耀州瓷兒童題材圖案，其人體比例都比較準確合理，

而部造型真實生動，動作符合兒童的心理特徵。兒童的肢體肥圓柔軟，線條挺秀。這種兒童形象的

美術作品並非僅出現在刻、印花的表現之中，在宋代耀州窯址還出土有兒童造型的瓷塑作品和範具，

都運用了寫實的雕塑手法，把俏皮可愛的兒童形象，刻畫得唯妙唯肖。這種寫實描繪應是匠師們長

期觀察與熟嫻技巧的成果。 

（三）、嬰戲紋飾的時代背景、內涵和對後世的影響 

唐宋時期封建社會空前繁榮，社會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社會上對兒童的重視程度也超過前代。

如唐代在科舉上設置了「童子科」(註 19)，規定「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論語》，每卷

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予出身。」(註 20)在醫學上也設立了「少兒科」；在宮廷舉為慶典活動「令

童子……為九功之舞」；同時在文學詩歌中也出現大量生動的兒童形象的描寫，這種重視、喜愛兒童

的傾向為兒童進入紋飾題材奠下了社會文化的基礎。而且唐宋時代也是我國古代繪畫高度民主發展

的時期，繪畫作品的題材也逐漸突破了漢晉以來教化的思維，打破了以表現封建禮教的宗教的狹小

範圍，在表現社會生活人物畫的成就尤其突出，李嵩的「貨郎圖」，就是其中顯著的例子，當時畫家

們也多掌握了「以形寫神，形神皆備」的觀念與技巧。 

到了宋代以後，由於帝王的提倡與鼓勵措施，繪畫藝術獲得很大的發展，兒童題材自然成為廣

受民間及宮廷推崇的重要畫科。當時在宋代民間還流傳有「一人、二嬰、三山、四花、五獸、六神

佛」(註 21)的說法。當時的兒童題材畫家也是名家輩出。如蘇漢臣就曾畫有「秋庭戲嬰圖」、「嬰兒群

舞圖」、「萱草嬰兒圖」等，其繪寫嬰兒「天機爛漫」、「深得其狀貌而更盡神情」。隨著繪畫藝術中專

題兒童畫的出現和發展，對當時與後來瓷器上的嬰戲紋樣的設計都產生了進一步催化的作用。 

除此之外，吉祥圖案的觀念也開始大量進入唐宋的社會生活，並反映於工藝美術品的製作之

中。如在唐代的銅鏡圖案中，出現了隱含有吉祥意義的兒童形象，《銅仙傳》載有：(唐代)「桂子鏡……，

幕文作兩童、雙ㄚ蓮、桂花葉之狀，謎語『連生貴子』也。」以蓮花、魚及童子、瑞花、瑞果形象

組合的傳統美術作品，人們通常將其列為吉祥圖案，它們隱含著對生命與生育的禮讚。兒童具有健

康自然之美，也是人類延續生命的象徵，由於以農為本的社會經濟型態，「人丁興旺，多子多福」的

觀念根深蒂固，人們希冀增加孩子，尤其是男孩，來提昇家庭的生產能力和生活水平，這種觀念大

大推動了兒童題材的紋飾創作和流行趨勢。(註 22) 

五代始見並在宋代耀州瓷上大量出現的「化生」童子形象，也是唐宋社會上盛行「摩睺羅」--

「化生」玩具風俗的反映。其用途一是用於「七夕」乞巧，二是為祈生男孩。薛能《三體詩語》中

引《唐歳時紀事》說：「七夕，俗以蠟為嬰兒形，浮水中以為戲，為婦人宜子之樣，謂之化生。本出

西域，謂之摩睺羅」。「摩睺羅」在宋代也同樣有「宜男」的寓意。在孟元老《東京夢華錄》及吳自

牧《夢粱錄》裡，還都有宋代市井中兒童在七夕手持蓮葉，仿效「摩睺羅」之狀的記載。(註 23 ) 

上述唐宋耀州瓷兒童題材作品，與當時社會上流傳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傳說結合起來，融合了我

國傳統的吉祥圖案，是當時社會上希望多子多孫意願觀念的真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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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堡鎮出土的唐童子戲繩素胎黑彩盤，兒童形象生動活潑，已不再作為人物畫的附屬部分。

此後由宋以降，隨著世俗文化的發展與藝術的商品化，兒童題材更是大量出現，尤其是在耀州瓷的

青瓷之中，而嬰戲圖案在以後的陶瓷紋飾及明清年畫等美術工藝品中更被大量的採用。唐宋耀州窯

兒童題材紋樣的取材角度，寫實、簡練、傳神的剪影式造型手法，都對後世我國西北的民間美術造

型產生了深遠的影響。在陜北、關中、甘隴地區至今流行不衰的剪紙、年畫、皮影、刺繡等民間工

藝品中都不難發現其影響的烙印。 

三、耀州窯青瓷的牡丹紋飾 

（一）、北宋耀州窯的牡丹紋飾成因 

在耀州窯遺址的宋代出土中具有代表性的標本計有 2143 件，以青瓷最多，共有 1510 件，占出

土總數的 70%。牡丹花紋是要窯中採用最多的花卉紋樣，其中青瓷中市有各類牡丹紋的器物 374 件，

占總數的 25%。牡丹紋得以在北宋耀瓷中大量出現，得益于當時社會生活和時尚。 

唐代之時，牡丹成為一種觀賞植物，舉國盛行「牡丹熱」。白居易<賞花>詩曰︰「帝城春欲暮，

喧喧車馬度。共道牡丹時，相隨買花去。家家習為俗，人人迷不悟」。寫出當時唐人欣賞牡丹的狂熱。

李肇《國史補》記載︰「長安貴游尚牡丹三十餘年。每春暮，車馬若狂，以不就觀為恥。」道出了

迷戀牡丹的盛況。自唐初牡丹就被大量繁殖，進入皇家園囿，至中唐已有「瀰漫如四瀆之流，不知

其止息之地」(舒元興<<牡丹賦序>>)，最終形成了舉城若狂的「牡丹熱」。柳渾<牡丹>詩中說︰「數

十千錢賞一棵」而<國史補>更說︰「一本有值數萬者」牡丹消費實質上已成為皇實貴族高僧商賈標

榜富貴，抬高身價的象徵物，這無疑對處於京畿之地的耀州窯產生了直接的影響。 

到了宋代，所謂「牡丹熱」更盛于唐，稱為「上國之盛事」，所謂「牡丹猶為天下奇」，所謂「洛

陽牡丹甲天下」，描寫出宋代對於牡丹的熱情，而「大抵洛陽人家家有花」(歐陽修〈牡丹記〉)，更

說明到了宋代牡丹熱由宮廷皇室已走進尋常巷陌。可以看出宋代的牡丹熱較之唐代長安影響民間更

深，範圍更廣，較之於唐代似乎有過之而無不及。如此一來，使得裝飾有牡丹紋飾的瓷器倍受青睞，

更加地暢銷。耀州窯的匠師們在瓷業競爭激烈的宋代以獨特新穎風格，豐富多變的牡丹紋樣為主力

題材，而成為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生產窯口之一，是可以理解的歷史事實。 

（二）、牡丹在青瓷裝飾上的構圖組成 

牡丹用來裝飾瓷器的歷史相當早，目前最早始於南北朝時代的瓷器，盛于唐宋；牡丹紋飾也是

耀窯青瓷裝飾上運用最多的一種裝飾題材，並一直延續至元代。 

牡丹在宋代被稱為「富貴花」，是幸福美好，繁榮富貴的象徵。牡丹紋樣與耀州窯特有的刻花

工藝相得益彰，使牡丹紋飾在宋代得到了高度的發展。若我們以北宋部分牡丹紋器標本來分析器物

上牡丹紋構圖的組合方式，可以得到下列的幾種類型。 

1、單獨以牡丹作為紋飾：其特點是「均以葉茂花繁、生意盎然的特寫方式」如現藏於耀州窯

博物館飾有纏枝牡丹的青釉刻花倒灌壺，現藏陜西省考古所的飾有折枝牡丹的青釉印花碗

(略殘)（圖 15），飾有交枝牡丹的青釉刻花碗(略殘)、飾有對枝牡丹的青釉印花碗(略殘)，飾

有散刻牡丹花葉的青釉刻花盤(略殘)，（圖 16）飾有複合式牡丹花組合的青釉印花盤(略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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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其他花卉植物紋樣的組合：有現藏於陝西省考古研究所的青釉印花牡丹合花紋盤（略殘），

青釉印花牡丹忍冬紋碗（略殘），青釉印花牡丹花葉紋盤（略殘）（圖 17），青釉印花牡丹水

波紋盤(可復原)（圖 18），青釉刻花牡丹蓮花紋尊（略殘），與青釉刻花牡丹蕉葉紋尊（略殘）。 

3、與人物紋的組合：此種組合在耀州窯出土的標本中並不多見，但卻刻劃精巧，意境深遠，

直接反映了當時的社會習俗與人們的審美觀念。 

（1）嬰兒與牡丹的組合的牡丹紋飾 

主要有單嬰戲牡丹紋樣。圖案中嬉戲的童嬰多為胖胖的大頭圓臉形象，或帶裹都裸四肢，或

裸四肢殘舞飄帶，但幾乎都戴項圈、手鐲、腳環。形態各異的攀戲於豐腴的牡丹花與枝上。

刻劃逼真、場景生動，具有極強的藝術魅力，也表現著宋人祈盼富貴綿延、多子多孫、人丁

興旺的心願。 

（2）牡丹化生紋飾 

化生人物是按佛教之說，世界眾生的出生可分為「四生」，及胎生、卵生、濕生、化生。「化

生」係無所依托，憑借業力而忽然生出者，中國古代有「七夕弄化生」的風俗，唐薛能的〈吳

姬〉詩就有「芙蓉殿上中無日，水拍銀盤弄化生」的詩句。在宋代此一風俗似乎更為盛行，

專門出現了所謂的「化生偶像」。耀州窯的「牡丹化生」紋飾的設計理念似乎就在此一影響

下催生的。如牡丹紋盒蓋的手柄為一嬰兒四肢著地的造型，這是唐宋時其以七夕弄化生嬰兒

為風俗，祈求多子多福、家丁興旺德淳樸民風的真實寫照，在我國陶瓷裝飾紋裝中並不多見。 

4、與動物紋組合的牡丹紋飾 

（1）牡丹紋與鳳紋的組合：鳳紋的形象融匯了自然界各種飛禽的特徵。鳳紋與牡丹紋組合

在耀瓷中最常見的為︰「鳳銜牡丹」、「鳳穿牡丹」，有著幸福、吉祥的寓意。. 

（2）鹿紋與牡丹紋的組合：主要有「牡丹臥鹿」、「鹿戲牡丹」等紋樣，有著「官祿幸福」、

「加侯進祿」的寓意。 

（3） 游魚紋與牡丹紋的組合：魚自從古代中國就是氏族和子孫繁衍的象徵物之一，因與「餘」

諧音而又被賦予「盛多」的寓意，牡丹紋與游魚紋飾出現在同一器物上，就反映宋人

希望「富貴延年」「吉祥有餘」的祈願。除此之外，還見到有一些蝶戀牡丹的紋樣組合。 

5、牡丹與銘文款識的組合紋飾 

宋代耀窯中有年號款式紀念文字、古語文字、姓氏文字、數字、象棋文字、窯工姓名與窯工

紀事等。有些銘文款識至於牡丹花蕊中央，具有別緻新穎的裝飾美化作用，更為重要的是年

號款識為斷代提供了依據，其中在牡丹紋內刻銘文款識的典型標本有青釉刻花牡丹「大觀」

盞、青釉刻花牡丹「田」款盞（圖 19）、青釉刻花牡丹「熙寧」款盞（圖 20）、青釉刻花牡丹

「長命」款盞、青釉刻花牡丹「龍」款碗、青釉刻花牡丹「X」款碗（略殘）。(註 24) 

宋代耀州窯的牡丹紋樣不僅是構圖繁複、豐富多變，牡丹花瓣的設計也是紛繁多樣，主要有塔

形、樓台式、雙層多辦式、單層三辦式、牡丹花結、牡丹小簇化、六格牡丹等等。耀州窯的窯工們

應用多元化的構圖方式與形態各異的牡丹花瓣巧妙地組合，再加上精妙的耀州刻花與印花工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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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宋代的耀州窯瓷器更能夠淋漓盡致地刻畫出多姿多彩的牡丹情境（圖 21）。 

三、 耀州窯裝飾紋樣的構成 

耀州瓷的紋飾從學習唐代三彩陶的潑彩式的流動釉彩，到褐釉點彩，以及五代的素面白瓷與素

面青瓷，開始接受定窯的劃花方式的影響，紋飾開始豐富起來，宋代耀州窯的紋飾逐漸繁複起來， 

總體看來，耀州瓷紋飾中的豐富變化，表現在各類植物有根、莖、葉、花、果實之分，嬰孩有

攀、爬、嬉戲之別，動物有飛禽走獸等等。統一則是紋樣的內在聯繫，耀州瓷紋樣雖然變化豐富，

但還是按一定的規律，使紋樣的各個部分有機地組織在一起，從整體到局部均取得統一的效果。大

量的植物紋飾，普遍以花為主，枝葉相間襯托，二者主次分明，疏密有序，相互呼應。動物紋飾中，

往往以魚、鴨、鵝等為主體，周圍襯以水波紋和植物紋。體態生動活潑的攀、爬嬉戲嬰孩，常以纏

枝卷葉掩映。 

整體觀察，變化和繁複是構成耀州瓷裝飾紋樣的要素。，耀州瓷紋飾的構成，是在繁複中求變

化，在變化中求繁複，轉枝花葉層次多，紋飾以滿器為多。而在變化多端的紋樣中，往往流露出「吉

慶有餘」、「連生貴子」的吉祥訴求。而像是「歲寒三友」、「落花流水」等紋飾則具有宋代民間特殊

的的寓意。 

對稱和平衡也是構成耀州瓷裝飾紋樣的要素之一。對稱的結構特點是「同形等量」，即在中軸

線兩側配置的單位花紋完全相同，不但形狀相同，大小、分量也相等，體現了秩序和排列的規律性。

早在五、六千年以前的原始社會，人們就已經充分認識了對稱規律，並熟練地掌握和運用這一規律，

在陶器上繪出了絢麗多彩的對稱形圖案。其後，商周奴隸社會的青銅器，封建社會的各類手工藝品

或民間藝術品的裝飾，都嚴格遵循和普遍運用了對稱規律。耀州瓷紋飾在繼承我國傳統裝飾藝術的

基礎上，創造性地運用對稱規律，凡植物的花葉、動物和人物的構圖等，都是以嚴格對稱風格為主。 

對稱的紋飾結構，在耀州瓷的紋樣設計之中常用的有三種： 

(1)在虛設的垂直或水平軸線的兩側或上下，作均齊式。 

(2)在虛設的十字形中軸線上，以橫豎線的交叉點為中心，作四面均齊式。 

(3)以中心點為基準，向四周作放射性配置，這種形式俗稱「旋子」或「推磨子」。 

平衡是對稱結構在形式上的發展，即將對稱的結構作平衡的動態和形態。如嬰戲蓮花紋，圖案

的構成是按十字形中軸線，作四面對稱的，但四面配置的四個嬰孩，仰俯攀爬，姿態各異，所以更

顯得生動活潑。其他如植物的枝葉有屈伸卷繞，動物有走動或飛翔等區別，每一動態都打破了規整

的對稱，而處於平衡狀態。 

耀州瓷紋飾的設計與表現的形式，可以分成整體式紋樣和連續式紋樣兩類。 

整體式紋樣就是以一個或幾個完整的形象，恰當地配置在一個嚴整的外形內，通常是幾何形

狀。如各類折枝、轉枝花葉，各類水波、魚、鴨等，均屬適合紋樣，這種紋樣的外形，最常見的是

圓形，還有菱形將之整合起來，形成一個完整的圖樣。整體式紋樣是耀州瓷裝飾最基本的形式之一，

應用十分廣泛，尤其在宋代中期以前，絕大多數碗、盤等器物的紋飾，均為單獨適合紋樣。這一特

點真實地反映了宋代耀州瓷紋樣的形式發展演變的時代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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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紋樣主要是二方連續。它以一個基本「單位紋樣」向左右連續。這種紋飾在耀州瓷的各種

邊飾中是極為習見的基本形式。 

耀州瓷除了數量眾多，質量精美的青釉瓷器外，宋代還有黑釉褐斑、白地黑花、白釉褐彩等釉

彩裝飾和繪畫裝飾瓷器。黑釉褐斑瓷器以碗、盤為大宗，滋潤的黑釉中，呈現有放射形狀的褐彩菊

瓣紋，色彩絢麗，類似天目瓷中的鷓鴣斑釉彩，這是耀州窯宋代新興起的品種。其他白釉黑花和褐

彩繪等，都是應用金屬呈色劑，以繪畫手法進行瓷器裝飾的。 

金、元時期是耀州窯發展史中的衰落時期。《同官縣志》載：黃堡鎮「惜自金、元兵亂之後，

鎮地窯場均毀於火，遂而失傳」。這時耀州瓷的裝飾藝術比之宋代略有遜色，釉色由「溫溫如玉」的

橄欖綠、翠青色變成姜黃色，釉層較薄，風靡一時的刻花裝飾手法，雖在瓶、罐類器物上時有出現，

但製作粗疏，刀法散亂，形象模糊。印花幾乎取代了各種裝飾手法，紋飾題材基本保持宋代的內容，

紋樣形式多演變為二方連續式的連續紋樣。然而，從製瓷工藝技術角度衡量，金、元時期的耀州瓷

仍有改進，諸如對原料的選擇更加精細，胎質含鐵量顯著下降，大量使用陶範印花，改單件裝燒為

疊燒等等，從而節省了人力和時間，增加了產品的數量。但是，在改革工藝技術的過程中，對產品

的裝飾藝術效果卻帶來了不良影響。 

四、耀州窯裝飾手法對於其他瓷窯的影響 

豐富多彩的耀州瓷裝飾藝術，曾對我國許多古瓷窯發生過重要影響，它的裝飾技藝西傳天水「秦

窯」，東傳河南臨汝、寶豐、宜陽「汝窯」，南達廣州「西村窯」，因此形成了以黃堡鎮瓷窯為代表的

耀州窯體系。 

耀州窯作為我國北方青瓷的代表，是以燒製青瓷為其特色。窯廠所使用的青釉配方各時期不

同，但就其整體而言，都是由石灰石和瓷土所配成的石灰釉。以這種石灰釉裝飾的器物，在燒製過

程中，石灰石中的氧化鈣和瓷土中的二氧化硅能夠熔融成玻璃質，其適應性能好、硬度高、釉面光

澤也較強。但在高溫粘度下，易於流動，而且釉層較薄。這些釉料配方所具有的特性，決定了歷代

耀州青瓷瓷釉的窯口特色。此特色為該窯歷代的青釉，玻璃質晶瑩透明度好，釉面光澤度強，瓷釉

較薄但硬度大、色調柔和、含蓄典雅。此種瓷釉，既適合裝飾以優美造型見長的素面青瓷，又適宜

使用在以繪、劃、貼、剔、刻、印等手法進行裝飾的紋樣青瓷中。(註 25 ) 

耀州窯的裝飾手法和裝飾紋樣，對河南地區的瓷窯以及廣東、廣西等地陶瓷生產產生了深刻的

影響。廣西永福窯所燒製的一種「敞口、小圈足、印花青綠釉瓷盞」，學者認為它是以黃堡鎮耀州窯

瓷器為模式而仿製的。 

河南省臨汝、禹縣、寶丰、社安等地產品，在造型、裝飾、紋飾、釉色上完全模仿鎮耀州窯瓷

器的作法，如臨汝窯的青釉印花纏枝菊紋碗，分格碗、水波魚紋碗。宜陽窯的青釉刻花團菊紋器蓋、

印花摩羯紋碗與耀州窯在同類器物在造型、裝飾技法、紋樣組織方面基本一致。此外，浙江吉州窯、

廣西滕縣窯、容縣窯、桂林窯都不同程度地受到耀州窯的影響。在河南當陽裕窯所發現的「柏靈廟

碑記」中有「遂蠲日發徙，遠邁耀地，觀其位貌，繪其神儀」的字句，反映出耀州窯與當陽裕窯之

間的相互學習與交流的密切關係。(註 26) 

五、 宗教對耀州窯紋飾風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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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宗教信仰相當盛行的時期，佛教、道教的思想以及與中國傳統儒學相結合而形成的理學

思想，普遍流行於社會，對宋代文化產生了極深的影響。(註 27) 

北宋初期，即大力提倡佛教，不僅在全國各地大肆修建寺院、廟宇，並在東京設置譯經院，大

量翻譯佛經，開寶四年，遣張從信「往益州雕印大藏經，依開元釋教錄所載 經典次第刊行，約五千

餘條，計十三萬版」，成為我國雕印全部藏經之始。宋貞宗時，曾經御筆為佛經作注，並撰寫了《崇

釋論》，認為佛道二教「跡異而道同」。根據記載，宋真宗時期，全國僧徒近四十萬，僧尼六萬餘人，

反映了宋代佛教之盛況。(註 28) 

耀州窯位於銅川市的黃堡鎮，地處關中與陝北的交界地區，在絲綢之路與中原文化交會的地

帶，因此，在其長達八百年的燒造歷程，深深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從今天遺留在銅川與其附近的

佛教遺址、古蹟與文物，可以證明佛教在銅川的傳播與影響是相當鉅大的。像是建立在黃堡鎮窯場

中心區的南寺，在其遺址出土了一件「陀羅尼經幢」，現藏於郊區文化館。(註 29)歷代造像的遺存，

北魏到唐代的造像碑，在銅川地區在銅川地區所轄的四個區縣皆有發現，其中以耀縣最多，僅藥王

山博物館就收藏有耀縣出土的歷代造像碑百餘座。(註 30)銅川地區發現的石窟寺與摩崖造像達 20 多

處，宜君、耀縣分佈最為集中，其中歷史最悠久，藝術價值最高的當屬耀縣 藥王山石窟及摩崖造像，

現存七個洞窟，23 個佛龕，43 尊造像，使開鑿於北周，唐、宋、明歷代皆有增鑿。(註 31)而在銅川

發現的佛塔遺存至少有六座。(註 32)近來銅川玉華寺肅成院又發現玄奘親筆字跡的佛足印表文殘石。

(註 33)玉華寺（前身為仁智宮、玉華宮）在今天銅川轄區之玉華村，是三藏法師玄奘翻譯 600 卷《大

般若經》的道場，也是大師圓寂之處，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這些留存下來的佛教文化遺跡與文物，見證了佛教早在北魏時期就生根於銅川，經西魏、北周

到隋唐、宋代而達到鼎盛，佛教文化對於唐宋時期的耀州窯生產，產生了巨大的影響力。特別是唐

代耀州窯黃堡鎮窯場南寺的建立，為普遍信奉佛教的窯工們提供了信仰的中心，進一步在窯工們的

創作之中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註 34) 

    宋代佛教盛行，影響人心頗深，使得在耀州窯瓷器的造型和紋飾之中，出現了許多以佛教

題材為主的造型與裝飾紋樣。 

蓮花紋在耀州窯瓷器的紋飾之中相當普遍，宋代初期，在晚盤等器物的外部常常刻有蓮花紋，

蓮花瓣以淺刻的方式做成數層淺浮雕之狀，連瓣尖瘦，剔刻層次分明，交錯分佈於器物口沿以下居

多。宋代中期以後，蓮花紋的應用更加普遍，在碗、盤、燈、壺、盞、薰等器物的內部或是外部常

見到 折枝蓮、仰蓮、覆蓮、束蓮等紋飾，並出現鴛鴦戲蓮、蓮（連）年有魚（餘）、嬰戲蓮等紋飾

題材。 

宋代耀州窯青瓷鏤空八方器座，是一件佛教題材的典型作品，器座呈現八稜台型，底大上小，

上部內凹成圓弧形，八個側面分別鏤空，形成內部中空。分別置放八尊坐佛，佛像係捏塑成形，面

頰方圓，細眉大眼，方鼻厚唇，腹部隆起，雙臂低垂，神態安詳，整件器底未設須彌座，製作精巧，

裝飾奇特，釉面勻淨，在耀州瓷器的佛教紋飾之中，相當具備代表性。(註 35) 

    耀州窯遺址之中曾經發現宋代的摩羯紋碗，以印度佛教之中的守護神摩羯為主題紋飾，它

十分接近中國傳統的龍形象，反映了佛教藝術形象與中國傳統藝術結合的融合。(註 36) 另一方面，

依據學者的意見，龍紋在宋代耀州窯上的裝飾，似乎也與佛教的關係密切。1948 年河北澗磁村法興

寺遺址曾經出土過宋代定窯的印花雲龍紋盤 10 件，耀州窯雖然沒有如此的出土案例，但是並不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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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紋裝飾的器皿與用於佛事的可能性。像是爐具一向是佛教祭祀器具之中 最為常見者，宋代耀州窯

行龍紋鏤空燻爐就有可能用於佛事。(註 37 ) 

在耀州窯紋飾之中有以二體飛天成中心對稱分佈為主題，紋飾搭配其他花卉題材的紋飾，飛天

長衣飄動，彩帶飄逸，神態自然，以左手托缽，缽內為一株靈芝草，右手牽引飄帶，這一紋飾與唐、

五代時期的石窟寺內的壁畫飛天的形象非常神似，此外，在耀州窯器之中，也見到以力士、天王、

佛像為題材的紋飾。(註 38) 

宋代朝廷對道教極力推崇，宋太宗曾經頒賜華山道士陳搏「希夷先生」，又在開封、蘇州等地

設立道觀，對唐末、五代以來的道教經典進行編輯、 校正。大中祥符五年，真宗任命張君房為著作

佐郎，專修道義，編成「太宗天宮寶義」七義，又將其縮減，整理成「云笈七鑒」一書，對道教的

發展，產生了積極的推動作用，真宗之後，全國各地遍設道觀，使得道教的發展更加迅速。(註 39) 

六、結論：融匯率意簡鍊與精確銳利的耀州窯紋飾風格 

耀州窯從北宋中期始燒貢瓷，從目前所發現的耀州窯貢瓷的風格來看，裝飾紋樣的組合嚴謹，

佈局規整，嚴格按照對稱和平衡的法則構圖，以精巧、細緻、工整和準確取勝，有學者認為這種構

圖方法和製作的精緻程度與宋代畫院講究精緻、細膩的風格極為相似，耀州窯鼎盛於宋神宗到欽宗

之間，其貢瓷的生產也在此一時期，在時間上與畫院繪畫風格的形成時間相吻合。學者推論，這種

藝術風格的成形，一方面是耀州窯瓷器工藝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耀州窯匠師們為了將

耀州窯進貢朝廷，而刻意仿效以適應朝廷審美品味，所表現出來的效果。(註 40 ) 

整體看來，宋代耀州窯青瓷的紋飾風格的演變，正突顯出耀州窯工匠博採眾長的能力，而又銳

意創新的意圖。劃花手法的運用，在於模仿定窯白瓷的劃花風格，花卉草葉紋飾的構圖簡鍊，寫意

的刀法率意揮灑，而又生動自然。利用刻花、剔花、印花、貼花、鏤空等手法的運用，從碗盤器身

上所製作出來的紋飾，在繁複之中，卻顯得刻劃的意匠明顯，似乎有意仿效金屬器具的裝飾手法，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唐代以來，貴族與是大夫階級對於金銀器的崇拜與使用的風尚，一直深刻

地映影響著藝匠的創作觀念，也就是器物紋飾立體感的追求，所謂貼花、印花、刻花、剔花、鏤空

等技法，都在於追求使得器物的紋飾更具備立體的感覺，不論從耀州窯的圓器與琢器的造型風格來

觀察，都明顯呈現出有意仿製金屬器具的造型風格，而器身上面所刻劃的紋飾，也有意模仿金屬器

裝飾紋樣的效果，尤其是早年日本學者小山富士夫所認為的「東窯」，在耀州窯遺址也出土了相同風

格的宋代青瓷，高浮雕的剔花紋飾，銳利而準確的刀法所營造出來的高浮雕紋飾，搭配上金屬器的

器型，似乎也正說明了金屬器的裝飾手法對於宋代耀州青瓷的紋飾起著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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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1 宋代刻花鳳首壺 

   （陝西鳳翔出土，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圖 2  宋代耀州窯剔刻蓮花紋高浮雕水注（殘件） 

    （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圖 3 宋代青釉鏤孔燈 圖 4 宋代耀州窯印花牡丹紋碗(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圖 5 宋代耀州窯印花陶模（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圖 6 宋代耀州窯刻花紋水注（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圖 7宋代耀州窯刻花紋盤（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圖 8 各種植物花草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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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宋代耀州窯刻魚海水碗 

     （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圖 10 宋代摩羯海水紋印花紋碗 

（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圖 11 宋代耀州窯龍紋裝飾 圖 12  宋代鳳紋刻花紋花瓣碗（藏於東京國立博物館） 

  

圖 13  宋代「大觀」款花卉紋碗 

     （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圖 14 各種嬰戲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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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牡丹紋飾 圖 16 牡丹紋飾 

  

圖 17 牡丹紋飾 圖 18 牡丹紋飾 

  

圖 19 牡丹紋飾 圖 20「熙寧」款牡丹紋飾 

  

圖 21 宋代青釉牡丹紋碗（藏於陝西耀州窯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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